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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明代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 “儒贾”与“商士”
两个概念的出现，不仅是“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人身份转换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

贾，转而变为具有“仁心”的儒者。 随之而来者，则是商业道德的重建。 明代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形象，均发生了

重大的转变，已由重利轻义的骛利之徒，转而变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并且具有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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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贾的知识人化乃至商贾知识人的形成，奠基

于相对繁荣的商业经济土壤。 明代的商业极其兴

盛，城市化发展的势头尤为迅猛。 南京、北京、苏州、
杭州之类的繁华大都市姑且不论，仅以商业中转中

心的钞关所在地为例，小的如直隶河西务，布店就多

达 １６０ 余家。 至于大的钞关如山东临清，有统计数

字显示，单是“伙商”就有 ３８ 人，缎店计有 ３２ 家，布
店计有 ７３ 家，杂货店计有 ６５ 家［１］ 。 商业之繁盛，
商帮之林立，几乎被朝鲜人误以为全民经商。 如朝

鲜人崔溥记载：“人皆以商贾为业，虽达官巨家或亲

袖称锤，分析锱铢之利。” ［２］这无疑是明人经商之风

的实录。
明代的户籍制度，大抵是籍以业定，不同的职业

具有相异的户籍，其中最为常见的户籍名色，有军、
民、匠、灶四种。 明代末年，顺天府所行保甲的户籍

登记，无疑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的户籍登记，又
可细化为民、土著、流寓三类。 而在民籍中，主要户

等名色为士、农、工、商。 除此之外，尚包括庶人在

官、道、僧、优人、乐户、流丐［３］３７２。 民籍中的士、农、
工、商，进而形成四民等级社会的结构基础。 传统时

代的职业观，主要具有以下三大特点：一是将士视为

“四民之首”。 传统的职业观承认，士、农、工、商四

民之业，均为正当的职业，但在“即道即艺”的过程

中，却有大、小之判。 换言之，士为四民之首，必须具

备大学之道、修己治人之方，进而担当起传道不坠的

职责。 二是以农为本，工商为末。 借助于劝勉百姓

耕稼，提升农业乃至农民的地位，进而抑制弃本逐末

之风。 三是劝耕嫁，禁惰游，进而达臻无旷土、无游

民的境界，以使赋役均、国用足①。 尽管明代的职业

观属于一种“旧学说”，并不是像清末那样的“新学

说”，认为“人人有职业，即人人担责任” ［４］ ，但随着

“士商互动”这一社会性动作的形成，工商皆本的意

识转而崛起，传统的四民等级秩序受到了很大的冲

击。 随之而来者，则是商贾知识人的形成。 正如傅

衣凌所言，明代思想界的变化已经证明，“知识的占

有者已不完全是地主阶级和士大夫分子，有许多思

想家出身灶丁、商贩、瓦匠、樵夫、农民、佣工，即黄宗

羲所谓非名教中人” ［５］ 。 这无疑是知识人群体壮大

的最好佐证，更可证明当时的社会正处于极大的变

动之中。
“儒贾”与“商士”两个概念的出现，这不仅是

“ 士商互动”社会性动作的结果，更是商贾身份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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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标志，亦即从具有“市心”的商贾，转而变为具有

“仁心”的儒者。 所谓“儒贾”，大体可以析为以下两

类：一类是“儒而贾”，即名为儒者，炫智钓奇，实则

具有“市心”，专门骛利；另一类是“贾而儒”，即名为

商贾， 实 则 扶 义 乐 善， 仁 心 为 质， 具 有 儒 者 之

行［６］６１７。 商贾一旦具有仁心或儒行，无疑已经完成

了从商人向儒家知识人的角色转换。 唐代柳宗元曾

作《吏商》一文，将受贿的官员讥讽为商人。 所谓

“商士”，并非“官贾”，而是指那些具有士者之行的

商贾。 竞锥刀之利，甚至忍心害理而不顾，这显然是

商人或商业社会的常态。 名为商人，与市井为伍，却
又能做到轻利重义，如此方可称之为“商士”②。

一、四民相混：士商互动与社会转向

士大夫求利意识一浓，势必导致“士商相混”乃
至“士商互动”。 明代士大夫喜欢与商人交往，“视
铜臭之夫，如蝇之集膻也” ［７］ 。 史载著名文人王世

贞，曾与徽州人詹景凤有过一次话语交锋，反映了苏

州文人与徽州商人之间的关系。 王世贞说：“新安

贾人见苏州文人如蝇聚一膻。”詹景凤反唇相讥：
“苏州文人见新安贾人亦如蝇聚一膻。”面对如此事

实，王世贞也只好尴尬地笑而不答［８］ 。 可见，士大

夫与商人交往，实则看重的是商人的钱财，从中获取

利益。 反之，商人喜欢与士大夫交往，也不过是借助

士大夫的名头而抬高自己的声望。 于是，在明代中

期以后，出现了一种颇为值得关注的社会变动现象，
即从“四民异业”向“士与农、商常相混” （即“四民

相混”）的转变。 一方面，即使是士大夫家庭，“皆以

畜贾游于四方”，通过经商而获取利润，即 “士而

商”；另一方面，商人却“以《诗》 《书》为业”，即“商
而士” ［９］３１９。

１．士商互动

明代的士商互动，包括以下两个层面：一是“弃
儒就贾”，二是“弃贾就儒”。 前者多为士子为了生

计而不得已之举，后者则多为商人提升自己身份的

主动行为。
在“弃儒就贾”这一社会性动作中，不得不承认

这样一个事实，即很多士子放弃科举仕进，主要还是

因为迫于生计。 如会稽人章渐，因“穷约”而废弃

“儒术”。 无奈之下，只好稍稍贷款，“观货邓林之

材，走闽、歙、三衢间，终不徙业以老”。 即使如此，
其经商所得，也不过“给饔飧而已” ［３］１６５，即仅可维

系家庭生计，并未由此发达。 当然，弃儒就贾行为的

发生，并非全是因生计所迫，有些甚至是主动的选

择。 王世贞笔下所记的“卢翁”即卢姓老者，即为典

型一例。 这位卢翁，是绍兴人，年少时是读书人，
“少读书罗璧、秦望诸山”。 读书业成之后，转而迁

至杭州，慨然道：“士何常之有哉！ 使行贩，逐什一

余息，圣王固抑之，吾以避名而藏身，博出而征敛，假
饶以通匮，亦士道旁施之尔。”这位卢翁的见识尤为

可贵：一是敏锐地察觉到，在科举社会中，“士”并不

能永久保持自己的身份；二是认为经商不但可以

“避名而藏身”，而且若能“博出而征敛，假饶以通

匮”，同样属于“士道旁施” ［１０］５７。
在明代，弃儒就贾之例，俯拾皆是。 以山西沁水

为例，就分别有张学柳、窦渊、杨元吉等。 史载张学

柳秉承母亲焦氏之训，年少即知义让。 成年后，学书

不成，随即弃去，“往来梁宋间贾贩，权子母为治生

计，家稍丰焉” ［１１］３３５。 窦渊，开始也是学书，随之弃

去，“继而学贾”。 杨元吉，生性豪疏，幼时习博士家

言，才识超越同侪，后“弗屑占毕，遂弃去”，“往来梁

宋间，用计然策起家” ［１１］３５２－３５４。
耿定向作有一篇《儒贾传》。 “儒贾”这一概念

的出现，大抵可以证明如下事实：明代商人不但“弃
贾就儒”，甚至可以“化贾为儒”。 徽州商人程豪，即
为典型一例。 在程豪的经商生涯中，儒与贾的关系

尤其突出，且实现了从贾向儒的身份转变。 这可从

以下三点观之：一是程豪的经商之道，“诚心平价”，
由此获得经商成功。 在经商成功后，转而与贤者相

交，并积极投身于地方慈善事业。 “儒贾”之名，由
此而得。 二是程豪与长兄程表，伟干雅姿，识度夷

旷，“大类儒者”。 程豪之师郭令，曾游于王阳明之

门，专谈良知之学。 于是，程豪“魏冠褒衣，趋绳视

准”。 长兄程表，也是“口不谈儒，而深醇隐厚，居然

儒者”。 这就引发了下面一个话题，即儒家伦理与

商人经商之间的关系。 按照通俗的看法，商人经商

是为了赢利，而儒者讲学则会因迂言而废事。 程豪

则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如下事实：“儒何负于贾

哉！”三是儒贾的世袭性，程氏一门，堪称“彬彬多儒

矣”。 程豪、程表兄弟，著声乡里，凭借自己的声望，
几乎可与“缙绅先生埒” ［６］６１７－６１９。

继弃贾就儒之后，则是“化贾为儒”，即商人凭

借子弟的读书乃至出仕，而后晋升为儒者或仕宦阶

层。 公安派文人袁中道，将徽州商人吴氏兄弟的子

弟化贾为儒，与自己家族的“化农为儒”相提并论，
进而道出庶民家庭的上升之路，无不在于读书仕进。
吴氏兄弟借助子弟的“下帷读书”，而后完成了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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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到“儒”的身份转变。 这些商人家庭的子弟，一
旦相继鸣跃而起，势必远胜“寒门兄弟” ［１２］５１０－５１１。
汪道昆家族是商人家庭借助读书、科举而后成功的

典范。 汪道昆之父汪玄仪，原本是一位盐商，甚至被

公推为“盐策祭酒”，亦即盐商领袖［１０］４５５。 其子汪

道昆，读书、科举、仕进，最后位至高官。
２．士商关系：文人士大夫与商人相交

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相交，其目的在于提高自己

的声望。 至于文人士大夫与商人相交，甚至称道商

人之贤，其目的显然在于看中商人之赀，甚至视商人

为自己的“外府”。 明代著名文人士大夫屠隆曾有

言：“荆扉才杜，便逢客过扫门；饭箩一空，辄有人求

誉墓。 万事从来是命，一毫夫岂由人。” ［１３］ 文人士

大夫一旦“饭箩一空”，家中缺钱使用，即有商人上

门，索求谀墓文字。 这无疑已成一时风气。 如徽州

休宁商人吴汝义死后，其行状即由徐学谟撰写。 至

于吴氏遗存之诗，其子吴子行通过王世贞好友俞仲

蔚的介绍，则由名士王世贞作小引［１０］１５７。 又徽州

歙县商人吴自宽，字克仁，曾在山东、淮海之间经商，
所交尽是有名的公卿。 尤其是一位姓乔的尚书，更
是视吴氏为“布衣交”，两人相交甚欢。 吴氏一度客

于乔尚书的住所，乔氏亲自替吴氏撰写 《处士赞

辞》 ［１４］１０００。 可见，对于徽州商人而言，一旦经商成

功，成为素封之族，势必“文藻亦附焉”，亦即开始追

求文藻。 他们借助于“黄金贽”或“白璧酬”，借此

“乞衮于世之文人”。 这些有名的文人，从商人自己

提供的家状中，有时很难获得商人的“懿美”事实，
只得“指染而颖且为屈”，亦即曲笔，动辄称商人道：
“某某能为义侠处士之行者也。”这种替商人撰写碑

传、墓志铭的风气，以汪道昆、王世贞两位大名士为

甚［１２］７７２。
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的交往，其例俯拾即是。 如

徽州一位姓程的商人，少年时即在苏州经商，苏州的

士大夫，均“喜与之游”。 尤其是都穆，喜欢程氏的

淳朴，为程氏所居题名为“白庵” ［９］３１８。 又如徽州

歙县商人鲍松，在开封、杭州经商时，当地的贤士大

夫，“往往与之游” ［１５］１３８。 据李日华的日记记载，
可知李日华与徽州商人交往甚密。 如万历四十年

（１６１２ 年）七月十八日，一位姓程的徽州商人，以酒

舫将李日华与他的儿子迎至鸳鸯湖中。 中间，“呼
广陵摘阮伎二人，丝肉竞发，颇有凉州风调”。 其

后，酒酣月出，又登烟雨楼“清啸” ［１６］２６７。 至于公

安派袁宏道、袁中道兄弟，更是与徽州商人吴云台交

往甚密。 据袁中道记载，徽州商人吴氏兄弟，均以

“质行称”，兄弟一起在楚地经商。 尤其是长兄吴云

台，更是“修儒者之行”，与袁宏道、袁中道、苏惟霖

相善。 云台人有心计，且真实可以倚仗，袁宏道到京

城任官后，更是将自己家里的“营综家事”托付给吴

云台［１２］５０９。 至于普通的商人，即使自己无法与缙

绅交游，同样可以凭借自己的儿子与缙绅交游而得

以扬名。 如李伦，河南祥符县人，居住在河南杞县。
此人“少贫，尝为亲负米，力贩鱼盐”，显然不过是一

个普通的小商人。 李伦虽有“田野笃行”之美，却一

直默默无闻。 不过，李伦的儿子是著名文人李梦阳

的门人。 李伦死后，经儿子的请求，凭李梦阳所撰一

篇墓志铭，而后得以令人知晓［１７］１５６３－１５６４。
３．从“四民异业”到“四民相混”
明代唐宋派文人归有光，凭借其独特的眼光，发

现了明代社会最为重要的一个变动，即从“四民异

业”向“四民相混”的转变。 他说：“古者四民异业，
至于后世，而士与农、商常相混。”随之而来者，则是

“士而商”或“商而士”现象的广泛出现［９］３１９。 归有

光的玄孙归庄，从苏州洞庭东山严氏家族的变化中，
同样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从“士之子恒为士，商
之子恒为商”的四民等级社会，转而向“士商相杂”
转变［１８］ 。

就学者“好贾”而言，“官贾”的出现，堪称典型

的例证。 以广东一省为例，官贾的现象尤为明显，且
势力颇盛。 相较而言，民贾仅占十分之三，而官贾则

高达十分之七。 官贾资本雄厚，凭借自己的特权乃

至奇策，绝流而渔，可以获得数倍之利；民贾即使极

其勤苦，也无法与官贾相争。 其结果，则导致民贾日

穷，而官贾日富。 官贾日富，势必使官员加入经商的

行列者日多，甚至遍布山海之间。 这些官贾，有的是

坐商，有的是行商；以经商地域言，近的仅限于广东

所属十府，远的甚至到达东、西二洋。 随之而来者，
则是民贾于官，官复贾于民，官与贾固然无别，贾与

官亦不再有别。 一旦无官不贾，甚至无贾而不官，官
与贾之间的界限趋于模糊，必然导致民既畏官，且又

畏贾［１９］ 。 官贾的出现，以及他们把持或垄断市场

的行径，固然不利于商业化的进程，但有一个事实同

样需要引起重视，即官贾的出现是士商互动的有力

证据，更是引发了四民相混。
就商贾“好学”而言，如詹高，徽州休宁商人，自

２０ 余岁时，即从休宁至苏州府昆山县客居经商。 詹

高虽为商人身份，所从事的也是获取“机利”之事，
对于文章，却“生平好之，甚于知之者” ［９］４７９。 另有

一位徽州休宁商人金塘，曾随其父金显耀经商大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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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但所到之处，最喜与“大人长者”交游，尤其喜

欢吟咏作诗，所作之诗，即使是社中名家，亦无不有

所称道。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金塘对士与商之间的

关系有着独特的见解。 一方面，在经商致富之后，他
宁可让自己的四个儿子接受传统的经义教育，做一

个真正的儒者，也不愿让自己的儿子入赀国子监。
另一方面，在经商获得成功后，他同样不愿捐官入

仕。 换言之，金塘最为青睐的，是保持一种“商而

儒”的身份，而不是追求“仕而商” ［１０］４９７。

二、商亦有道：商道的重建

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所闻之道，
即为儒家之道，是儒家人士的最高道德追求。 商亦

有道，此即所谓的“商道”。 简言之，商道即为经商

之术。 稍加提炼，商道又可上升到商业伦理或商业

道德的层面加以认识。
１．经商之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

经商之术与儒家伦理存在着内在的冲突。 这一

点毋庸置疑。 商人以求利为本色，专骛利己。 为了

获得商业利润，商人不惜做出诸多“少恩”的举动。
进而言之，儒与贾判然有别：商人对于自己的子弟，
不过“教之逐什伍，丰积聚而已”，说白了就是为了

获取利润；而儒者则不同，父教子弟，无不是“介洁

贞白、秉道守义”之类的训条［２０］ 。 换言之，所谓的

“贾道”，亦即商道，其最终目的在于求取“厚利”；而
儒家之道，则所求在于“名高”。 一为利，一为名，即
“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畛域井然［１４］１０９８－１０９９。

正如汪道昆所云：“夫商，殉利者也。” ［１４］１３２７商

人的趋利本能，导致儒家学者对商人多有诟病，甚至

大张“商之害道”之帜。 如林鸿儒，字允德，福建安

溪人，儒学生员。 他著有一篇《奇货可居论》，开篇

即说“商之害道”，强调如下事实：“人农则童，童则

机事寡而重流徙；人农则朴，朴则死其处而无二

处。”反之，一旦经商，则将人的“童朴”之质砍伐殆

尽。 经商之人，先想的是“有无”获利，而后又计较

获利的“多寡”，最后更是妄想获利千万，势必使“天
下之道”沦丧殆尽。 更为可怕的是，经商之人，不仅

视物为商品，而且“以人为商”，即将人也视为一种

商品。 经商之风一旦形成，其结果必然导致“以五

伦为贸迁”，儒家五伦随之荡然。 这不仅仅限于“商
之害道”，更是凸显“商者可畏”。 林鸿儒此文，深得

当时文人士大夫的赞赏。 如王慎中一见此文，即欲

拜林鸿儒为师。 经王慎中的介绍，林鸿儒结识了唐

顺之。 唐顺之读罢此文，亦大为震惊，道：“此子议

论高千古！”即使如何乔远，也有如下感叹：“余读其

所谓 《 奇 货 可 居 论 》， 严 乎 哉！ 圣 门 义 利 之 学

矣。” ［２１］１４４８－１４４９可见，林鸿儒此文的功效，在于严

义利之辨。
在商业道德尚未建立的商业竞争中，代表着

“善”的儒家道德，无疑与经商求利存在着不小的冲

突。 下面的一则记载，足以成为一种佐证。 如四川

的蒋里，有一位善人，善善而恶恶，诚信而不欺人，受
到乡里之人的推服。 有一位富人，不立借券，从这位

善人那里获取千两银子作为资本，前往陕洛地区经

商。 在他乡经商，这位富人仍然秉持乡里善风，以善

待人，诚信不欺，结果则颇为悲剧，在三年时间里，就
将千两银子的资本赔光，狼狈返回家乡［２２］ 。 这则

故事至少说明，儒家所倡导的“善”，与商业世界中

的尔虞我诈存在着不小的冲突。
２．儒、商之辨与商道重建

若是从儒、商关系入手，转而经过仔细的辨析，
显然有利于重建商道。 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这

既是儒商互动的结果，又是一种全新的商道，随之而

来者，则是“儒贾”“商士”形象的重塑。 这又可从以

下四个层面观之。
其一，“商”与“士”或“儒”与“贾”之辨。 山西

蒲州商人王现有一段名言，充分诠释了商与士的关

系，其中云：“夫商与士，异术而同心。 故善商者，处
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善士者，
引先王之经，而绝货利之径，是故必名而有成。 故利

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天之鉴也。” ［１７］１５６２可

见，追求的是商与士的合一，从而成为一个“以义制

利”的“商士”。 汪道昆率先提出“贾儒”与“儒贾”
两个概念，认为“与其为贾儒，宁为儒贾”。 究其原

因，所谓的“贾儒”，属于一种“狸德”，并不可取；而
所谓的“儒贾”，则是“以儒饰贾”，正如蝉蜕一般，是
一种 脱 胎 换 骨 的 转 变， 甚 至 可 以 被 称 为 “ 良

贾” ［１４］１２６８。 所谓 “良贾”，通常能做到 “躬行彰

彰”，甚至不输“闳儒” ［１４］１１４６。
其二，“儒富”与“奸富”之辨。 有一个现象显然

值得引起关注。 即在明代商业化的进程中，即使是

儒家士大夫，也不再崇义黜利，不再以“致富”为讳。
一旦经商成风，在致富之术上同样存在着“儒富”与
“奸富”之间的冲突。 儒富之人，“惟以什一为准，无
所干没”，是“贾名而儒行者也”。 奸富之人则不同，
“逐什一，务干没”，视奸富为“良贾” ［１４］３６４。 换言

之，奸富，大多“用纤，趋利若渴”；而儒富，则“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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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义，不持利权” ［１４］１２９２－１２９３。 可见，以义致富，显
已成为新的商道。 随之而来者，商贾之术，不再限于

“深刻取赢羡”，甚至“以机利相高”，乃至被视为集

恶、谬于一身的“大奸巧”，而是可以成为一个“务仁

义之行”的儒贾［１７］１８４１－１８４２。
其三，商人经商，以“诚信”致富，诚信成为新的

商业道德。 在明代山西商人中，普遍存在着“合伙

而商”的习俗，即由东家出资本，各个伙计负责具体

的经营。 假若伙计想从东家那里获取资本，就必须

依靠“诚信”。 如在经营过程中，即使没有发下誓

言，但绝不会“私藏”利润；伙计从东家那里获得的

资本，即使祖父死后，历经数十年，子孙仍然“焦劳

强作以还其贷”，决不欺心［２３］ 。 可见，伙计凭借自

己的诚信，最终获取东家的信任。 洞庭东山人金观

涛，辅佐席氏经商，时间长达 ３０ 年。 在此期间，每年

外出四方经营之人，均受到他的指派。 经营完毕，也
都向他汇报。 至于所得“子本”，更是全部集中于金

氏之所。 作为东家的席氏，从未问其出入。 即使如

此，金氏未尝取一“无名钱”，为了子孙而“自润”。
这种行为，显然是凭借自己的诚信而获得东家的信

任，使其成为一个“贾而士行”之人［２４］１６０５。
其四，商人经商，以勤、俭致富，勤、俭随之成为

新的商人品德。 张五典在论及山西沁水商人张鸿基

时，曾认为商人并非一味“骛利”，而是“有道”。 所

谓的“道”，即是商道。 他说，若欲成为一个“良贾”，
必须具备勤、俭、直、谦这四大品德，即“勤以生之，
俭以守之，直以取之则人不怨，谦以居之则于物无忤

而不悖出”。 一旦具备了这四种道德品质，不但可

以称为“良贾”，更可称为“善士” ［２５］ 。
３．商道：超越儒术的独特经营之术

商道并不仅仅限于儒家固有的道德品质，而是

另有一整套独特的经营之术，且有维系同行之间特

殊的商业伦理。 这无疑又是明代商人重建的另外一

种商道。 如山西蒲州商人王现经商成功之道，主要

有以下三条：一是“善心计，识重轻，能时低昂”；二
是“与人交，信义秋霜，能析利于毫毛，故人乐助其

资斧”； 三是 “善审势伸缩， 故终其身弗陷于阱

罗” ［１７］１５６１。 除却第二条“信义”二字仍不脱儒家道

德品质之外，其他两条无不是商人独特的成功品质。
明代商人经商之道的独特性，大抵可以从以下

四个方面观之：其一，商人伦理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儒

家伦理，而是以赤裸裸的金钱关系维系同行内的社

会交往。 在儒家传统社会中，社会交往崇尚两条准

则：一是尚齿，即以年岁的长幼决定身份地位的高

低；二是尚爵，即以官衔的高下决定身份地位的高

低。 商业社会则不同，是以资产的多少，排定社交聚

会时的座次。 如扬州商人聚会时，其座次的排定，
“率以赀为差”，即“上贾据上坐，中贾次之，下贾侍

侧” ［１４］７３９。 小说《初刻拍案惊奇》 借波斯胡商为

例，说：“波斯胡以利为重，只看货单上有奇珍异宝

值得上万者，就送在先席。 余者看货轻重，挨次坐

去，不论年纪，不论尊卑，一向做下的规矩。” ［２６］９这

则记载同样可以证明，商人聚会座次的排序，一向不

论“年纪”与“尊卑”，而是“以利为重”。 其二，货殖

并非小道，在经营过程中，迫切需要商人“经权取

舍，择人任时”。 所有这些，并不能从儒家已有的知

识体系中获取营养。 正如徽州歙县商人程嗣勋所

言，必须拥有 “管、商之才”，甚至通晓 “黄、老之

学” ［２７］ 。 这无疑使商道在继承儒家道德之上，进而

超越儒家道德。 其三，以“无竞心”应对日益激烈的

商业竞争，转而获取商业成功。 商场竞争，日益激

烈，商人带有一种竞争之心而参与商业经营活动，这
显然不可避免。 有意思的是，并非内具竞争之心，即
可获得商业经营的成功。 在人人具有“竞心”的风

气下，若是不带竞争之心，有时反而会获得意外成

功。 徽州歙县商人鲍光宇的成功，即为典型一例。
他自述成功之道时，坦然相告道：“吾惟无竞心云

尔。” ［２８］７１０其四，摆脱传统中国商人固有的对官僚

士大夫的依赖，以相对独立的姿态，成就一种全新的

商道。 徽州歙县商人佘育，即为典型一例。 佘育的

经商方式与其他商人有所不同。 尽管他在闹市设

店，但又专治 “静屋”，“日闭关诵苦吟，弗豪势人

交”。 到了年终，一算整年的利润，反而与其他商人

相等。 至于其中的原因，佘育一语道出：“夫价之昂

卑，岂一人容力哉？ 君既靡力，吾随其昂昂卑卑焉

已，是以吾身处剧廛而心有恒闲也。 夫争起于上人，
吾既随其昂昂卑卑，息与诸埒也，侮压又胡从至矣？
吾是以弗势豪交而息罔独缩。” ［１７］１６１６－１６１７这就是

佘育所谓的“商亦有道”，至少说明明代商人在重建

商道的过程中，正在努力摆脱权贵势力的束缚。

三、儒贾商士：商贾知识人群体的形成

士大夫与知识人，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他们虽

同为知识的占有者，但士大夫拥有官衔与科名，知识

人则仅属庶民身份。 有一个事实值得引起关注，即
在明代，知识人群体正日趋壮大，很多仅具庶民身份

且来自不同职业领域的人，纷纷跻身于知识人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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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行列。 在日趋膨大的知识群体中，商贾知识人，则
是其中之一。 在这种大势下，商人安排自己子弟的

未来，通常亦作多种打算，或教之学贾，或勉之学儒。
如徽州休宁县海阳镇商人范汝珍，生有两个儿子，一
为范泓，一为范涞。 范泓“椎少艾”，就继承父业，继
续经商；范涞“有志学古”，即命其读书学儒。 当然，
即使是商贾知识人，在明代商人的眼里，宁可成为

“儒贾”，而不愿被人讥为“贾儒” ［１４］６３８。
１．捐赀入仕：商人地位的晋升

在明代，士商互动已经风靡一时，商人的社会地

位随之上升。 以宁波的富商为例，他们凭借前往日

本的海上走私贸易而致富，导致“富商巨室，权侔于

大吏” ［２９］ 。 但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有些巨商富可敌

国，但朝廷的礼仪与法制规定，终究限制了商人的身

份地位，使其仅仅是编户齐民之一，而不可与仕宦官

员平起平坐。 对于商人来说，假若说“弃儒就贾”是
一种无奈之举，那么，一旦经商获得成功，“弃贾就

儒”乃至捐赀入仕，这似乎又成为许多商人的最后

归宿。
明代商人捐纳为官，不乏其例。 如正德年间，东

莞商人袁晃，因“输粟助边”，照例被授予七品散官，
其后又照例被授“冠带寿官” ［３０］ 。 正德年间，徽州

商人吴自宽“以赀买爵一级” ［１４］１０００。 万历年间，蒲
州商人展玉泉应朝廷之令，前后上纳数百两银子，最
后被授予归德府商丘驿驿丞［３１］６３５。 又蒲州商人韩

玻，“尝入粟实边，授义官”。 万历间，大学士张四维

之弟张思诚，经商成功后，“会有工部例，乃入赀授

龙虎卫指挥佥事” ［３１］７６２，７７２。 万历二十七年秋七

月，长芦商人钱桂，将价值 １０００ 两银子的自置住房

一所，“愿献入官”，作为普宁分店。 明神宗嘉奖其

忠义可嘉， 下谕 “准给冠带”， 协同税监征收税

课［３２］ 。
商人捐纳为官，有的所授仅为“寿官” “义官”，

或者“冠带荣身”；有的仅授“散官”，并无实职。 即

使是被授予实职，亦不过是驿丞之类的下级官员。
即使如此，商人一旦捐纳为官，地位随之得以晋升，
可以头戴进贤冠，身穿彩衣，名列缙绅，可谓荣宠之

极。 当然，商人的仕进之路相当复杂，捐纳为官不过

是商人人生历程中的一环而已。
２．仕宦经商：商人群体出身的多样化

细究明代商人的来源，显然呈现出一种多样化

的景象。 世代经商，经商职业的家族传承，固然不乏

其例，但“弃儒就贾”之风的盛行，势必导致以下两

大结局：一是官员子弟经商成风，二是秀才经商亦多

其例。
明人陆深有言：“自三代井田法坏，士大夫鲜不

兼农贾之事，况他无禄位者乎？” ［２８］７１０细究其义，无
非是说士大夫经商之风，是井田制败坏的结果，并非

明代所独有。 当然，官员经商，亦即所谓“官贾”的

形成，尤以明代为盛。 至于官员子弟经商，可以丘琥

为例。 据载，丘琥，字伯玉，号松山，兰阳人。 其父丘

陵，官至山西左布政使。 丘琥幼年颖异，于书无所不

读。 过分的刻苦攻读，导致他得了吐血之病，经服用

白术丸数十升，方得痊愈。 其后，又得眼病，只好弃

去读书仕进之业，转而经商。 经营 ４０ 余年，“遂起

家至千金” ［１７］１５４６－１５４７。
秀才经商，更是不乏其例。 如刘滋，濮阳人。 少

为秀才，因家中贫窘，田不过 ２０ 亩，又值水旱不登，
无以自活，于是尽将田地卖掉，“逐什一之利”。 经

营 １０ 余年，得以成功，“致数万金” ［３３］ 。 项承恩，字
宠叔，号玉怀道人，徽州歙县人。 占籍杭州府仁和

县，成为杭州府学秀才。 屡试不第，于是隐居西湖岳

坟之侧，转而经商。 他开设一个小店铺，类似于古玩

店， “ 杂 置 书 籍 画 卷， 并 盆 花 竹 石， 索 价 颇

贵” ［１６］２３７，２７４，２７５。
３．商贾之知识人化

商贾之知识人化，得益于商人家庭或其出身的

多样化。 尤其是官员子弟经商、秀才弃儒经商以及

商人中的“书贾”、古玩商人，更为商人转化为知识

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明代商贾之知识人化，大抵

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观之。
其一，商而兼士，兼具商人与士人双重身份。 按

照传统的观念，商人居四民之末，徽州却并不如此。
在淮上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大多出于缙绅巨族。
在这些盐商中，凭借“急公义叙”而进入仕途者固然

很多，至于读书登第，入词垣而后跻身膴仕，更是不

乏其例，且名贤才士往往出于商人之中。 尤其值得

注意的是，在浙江经营盐业的徽州商人，朝廷更是为

他们专门设立了“商籍”。 岁试、科试两次考试，但
凡每次考试，徽州商人均可额取生员 ５０ 名，其中 ２０
名入杭州府学，仁和、钱塘两个县学，各有 １５ 名。 这

种专设的商籍，渐有扩大之势，随后淮商也开始请求

设立商籍。 由此可见，在徽商群体中，人文已渐趋兴

盛。 所谓的商人，不再是“列肆居奇肩担背负者”，
而是兼具商人与士人的双重身份［３４］ 。

其二，在明代商人群体中，出现了一些崇儒尚文

的家庭，且斯文一脉，得以绵延传续。 苏州洞庭席氏

与广东南海姚氏两个家庭，堪称范例。 席本祯，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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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别字香林。 生而嶷然露头角，读书专治《诗》《春
秋》。 他经商颇为成功，能够做到“任时而知物，笼
万货之情，权轻重而取弃之”，但又不专注于经商获

利，反而致力于地方慈善事业。 如崇祯十四年

（１６４１ 年），江南大祲，地方官设法募捐，席本祯捐出

８０００ 两银子，救助饥民，得到崇祯帝的“优旨嘉奖”。
随后，又捐助资金以佐军需，被朝廷授予文华殿中书

一职，并兼太仆寺少卿。 席本祯生有四子，尤其是次

子席启图，字文舆，岁贡生，候补内阁中书舍人。 席

启图好读书，贮书多达万卷，遍辑先贤嘉言懿行，条
晰部居，编成《畜德录》一书［２４］１５８８－１５８９。 姚经，字
宗理，别号石川，广东南海县人。 少负奇气，读书通

大义。 早年失怙，不再读书仕进，转而经商。 姚经曾

著遗言 ２０ 篇作为家训，且率先躬自勤约。 从人称

“石川先生”而不名这一事例中，足见姚经不仅仅是

一个求利的商人，而且获得了乡里之人的尊重，甚至

被归入知识人之列。 姚经的几个儿子，显然继承了

父亲好儒之风。 如姚文宽，别号东皋。 曾追随其父

“西游，信孚益裕”。 姚文宽擅长作诗，并与有名的

商人结成“兰亭诗社”。 姚文贯，字道夫，别号悟斋。
幼时读书，有颖性。 １２ 岁时，即能赋中秋诗。 年长

之后，开始学习经商，但未尝“废学”。 姚文粹，字纯

夫。 其人颖敏，好读书，日诵数千言。 习举子业，为
文清畅。 多次参加地方考试，不第，于是弃取科举之

业。 嘉靖初，奉父亲之命，游学于黄佐门下，馆于粤

洲草堂，每日深究经史百家之言。 经黄佐教诲，学行

大进，不再徒然求博，转而反躬力践，守约崇礼［３５］ 。
其三，模仿文人士大夫生活样式，或取有字与别

号，或聚会赋诗，或好书、刻书，借此重塑商人形象。
一旦经商成功，商人开始渐趋文雅，借助于取字、取
别号，以便与商人趋利之俗有所区别。 相关的例子，
俯拾即是。 如徽州歙县商人鲍辅，字“以立”，号“豫
斋子” ［１７］１７７５。 在文人士大夫看来，商人喜欢骛利，
属于没有“趣致”之人。 但是，若商人能诗，势必拉

近商人与文人士大夫的距离，甚至得到文人士大夫

的亲近。 如徽州商人夏道甫，经商虽未成功，但“日
与造物者游”，所作之诗，深得梅国桢、丘坦、李贽的

称道，众口一词，称之为“韵人” ［１２］５２３－５２４。 商贾不

仅好诗，而且在聚会时，不乏觞咏的场景。 如在苏州

虎丘，曾有几个商人在虎丘山亭子上饮酒聚会，且不

乏吟咏。 此类行径，虽被苏州放荡才子张灵所戏，但
至少说明商贾开始模仿文人之举，聚会赋诗［３６］ 。
商人嗜书，是成为知识人的重要前提。 在商贾跻身

于知识人的过程中，明代商人不仅好书，而且喜欢刻

书，积极置身于知识的传播。 徽州商人鲍松，即为典

型一例。 鲍松生性“酷爱古今书”，不惜重价购书，
所积书籍，多至万余卷。 于是，在所居横塘之上，建
造一楼，作为藏书之所，并延聘名师，在藏书楼中教

其子弟。 鲍氏好书，声名所至，四方“挟异书者，日
走其门”。 鲍氏多书，于是闻名于歙县。 不仅如此，
鲍氏还亲自校雠图书，加以刊刻，刊刻之书相当精

核。 鲍松所刻之书，有《小学旁注》 《大学中庸章句

或问》，以及李白、杜甫的诗集［１５］１３７－１３８。

四、崇儒尚文：商贾知识人的知识世界

在经历了士商互动以后，商人的道德、知识乃至

形象，均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已由重义轻利的骛利之

徒，转而成为崇儒好文的知识人。 徽州商人程锁就

是典型的例子。 程锁晚年释贾归隐之后，除了“上
奉母欢，下授诸子业”，其他闲暇之日的活动，几如

文人士大夫无甚差别，成为一个翩翩的儒者。 他的

日常活动，是“召宾客，称诗书”；所交往之人，分别

有陈达甫、江民莹、王仲房等人。 至于他所阅读的书

籍，诸如《楚辞》《史记》《战国策》《孙武子》，则大抵

已经说明，商人的知识世界开始呈现出一种多样化

的景象［１４］１２６８。
１．儒行商名：商人之崇儒

明代很多商人，名为商人，实则具有“儒行”，亦
即行为如同儒者。 换言之，这些渐趋文雅的商人，其
实就是没有穿戴方巾、襕衫的儒者。 如山西蒲州商

人沈廷珍，是大学士张四维的祖姑丈。 沈氏幼年知

学，进取甚锐。 其后，不得已而放弃原本的志业，转
而经商，“拓产殖家”。 最值得注意的是，沈氏经商

之时，仍然携带《小学》 《通鉴》两种书，且“时诵习

之”。 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一是沈氏身为商人，仍
不忘旧时嗜好，不但在经商途中时时读书，甚至工楷

书，喜欢作近体诗；二是沈氏所携带的书籍，并非仅

仅用来阅读，有时是为了便于自己的经商，解决经商

时所遇到的具体问题，即“遇事辄有援证”，以使经

商获得更加成功。 张四维称其为“儒行商名，湖海

之英”，可谓不刊之论［３１］７５８。
明代商人虽不得不凭借经商维系生计，但他们

的内心或多或少具有一种“好儒”甚至“崇儒”的情

结。 如商人赵宏，完全与其他商人“窭薮重钱，心计

及毛厘”不同，而是生性慷慨，他人有了缓急告助，
无不主动出赀帮助。 他在告诫第二个儿子赵时用

时，有一句完全违背经商原则的名言，即“黄金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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籝，不如一经”。 在金钱与知识的天平上，赵宏更为

看重知识，这是明代商人知识世界的典型表征。 于

是，商人不再是趋利而去义之人，而是行同儒者，
“耆义如渴”。 如海阳商人金甫，即“耆义如渴，赴人

之难，振人之困，一呼即应，不避水火，终其身如一

日”。 他仿照义仓而行“贷谷法”，又效法范仲淹的

遗意，“兴茔墓之役，持畚锸者日以数百人，寓赈于

佣” ［３７］４６５，４６７－４６８。
明代中叶，王阳明心学兴起，讲究“业中求道”，

儒学趋于通俗化，使儒学不再是知识人的专利，而是

将教育的对象转向农工商贾。 如邹守益认为，商亦

可成就学问。 从公卿至于农工商贾， “异业而同

学”，即职业虽有不同，但学问则归趋于一。 商人与

学者之别，在于义利之辨。 假若商人“志于义”，可
以成为尧舜；反之，如果身为公卿而求利，那么只能

沦为盗跖［３８］ 。 如此之说，显然为商人晋升为儒家

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 王门泰州学派的异军突起，
既是儒学通俗化的表征，更是农工商贾一跃而成为

知识人的有力佐证。 在商贾尚学的风气中，泰州学

派的创立者王艮，更是商人成为著名学者的典

范［３９］７８－８９。
２．富而好文：“诗贾”的形成

商人一旦富而好文，或以文雅相高，“诗贾”随

之出现。 自古以来，托于隐者很多，且其中不乏凭借

文采自现。 商人因为“心有营业”，即将心思致力于

计算骛利，导致商人大多缺乏文采。 即使是诗风勃

兴的唐代，桑门、闺秀中，不乏诗人，却很少有文采的

商贾。 明代则不然。 如黄徽，作为一个商人，且身处

嚣纷，但其心“宁以明”，最终成为一个“诗贾”。 黄

徽，字季美，是杭州一位商人，有“诗贾”之号。 他曾

出赘于沈姓老翁，替沈氏主持经营大事，深得福建商

人之爱。 前往福建经商时，无论是在旅舍，还是在船

埠，黄徽时时以赋诗为娱乐，并将诗集命名为“
音”。 所作之诗，不乏佳句。 如《送李左虚》诗云：
“日落千山寂，秋深万木寒。” 《桃花》诗云：“过雨繁

枝重，含风碎萼新。” 《浦城买舟》诗云：“山火夜不

减，滩声寒愈流。” 《秋日》诗云：“青芜眯古砌，丹叶

隳平沟。 斫竹屏重补，为幔布屡裁。” ［２１］１５０９－１５１０诸

如此类的佳句，置诸诗人之林，毫无逊色。
商人能诗，且擅长作诗，不乏其例。 如徽州歙县

商人鲍弼，与著名文人李梦阳有交往。 在苏州，鲍弼

更是与山人孙太白有交游，“酣歌弄月，冥心顿会”。
鲍弼之诗，多有佳什。 如《忆子》诗云：“吾儿屈指一

载别，他乡回首长相思。 在抱两周知数日，携行三岁

随歌诗。 前与论宾主，膝上为我开须眉。 情偏忆汝

老更苦，中夜难禁回梦时。”诸如此类的诗句，被李

梦阳誉为“君诗佳顿如此” ［１７］１５５５－１５５７。 徽州歙县

人王野，字太古。 年幼时，王野习作诗，稍长，弃博士

业，追随其兄在江淮一带经商。 时日一久，诗益有

名。 晚年，王野之诗颇受竟陵派的熏染，深得钟惺的

称誉［４０］６０５－６０６。
商人不但能诗，且有诗集行世。 如苏州商人沈

野，有《卧雪》 《闭户》 《燃枝》 《榕城》等诗集，王稚

登、徐惟和、曹学佺为之作序［４０］６０９－６１０。 南京商人

姚淛，原为“金陵典客”，显然以典当为业。 他亦著

有诗集《海月楼集》，由李维桢作序［４１］ 。 徽州歙县

商人郑作， 著有诗集 《方山子集》， 由李梦阳作

序［１７］１６８３。 徽州歙县商人佘长生，字存修，号钝斋，
有“处士” 之名，著有诗集《缶音》，并由李梦阳作

序［１７］１６９５。 佘长生之子佘育，字养浩，号邻菊居士，
又号潜虬山人。 其诗最初学的是宋人，后经著名文

人李梦阳提醒，称宋人无诗，又改学唐人，究心唐宋

以上的赋、骚［１７］１６１６－１６１７。 徽州歙县商人吴义斋，
曾在浙江严州、衢州一带经商。 此人 “服贾而行

儒”，著有《经畬堂集》１ 卷［４２］ 。
３．兴趣广泛：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除了崇儒好文之外，明代商人的兴趣极其广泛，
进而呈现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 如徽州歙县商人鲍

弼，兴趣相当驳杂，不但擅长理生、饬行、训幼、玩编、
修艺、课田、省植，而且“能医、能形家者流”，即精于

医术，善于堪舆之术［１７］１５５５－１５５７。 海阳商人金甫，
字子公，幼年时即“游于贾人”，然生性喜欢读书，尤
其精于医疗、堪舆家言［３７］４６７－４６８。 福建莆田商人郭

少愚，经商之余，除了吟哦赋诗之外，还喜欢先朝的

琴书、名公诗画，“必多方罗致，珍藏什袭，时对客展

玩，以此自娱” ［４３］ 。
明代商人多样化的知识世界，大抵可以从以下

四个方面观之：其一，精于算术，通晓数学。 粗通算

术，应该是商人最为基本的知识。 如沈江，生性敏

捷，有很好的记忆力。 弱冠失怙，无法继续求学，只
好“牵车服贾”。 即使如此，他还是喜欢广泛涉阅，
舟车所至，必定“携短帙自随”，旨在通晓方技小说

家言，以至“算数有声于廛井间” ［３１］７６０。 商人张思

诚，１６ 岁时就远游经商，“识量益宏达，综计精确”。
他所具“综计精确”的能力，显然得益于精通《九章

算术》一书［３１］７７１－７７２。 其二，独好子史，且有史识。
如徽州休宁商人程元利，“世世隐贾”。 程氏知识广

博，沉溺于象纬、堪舆、龟策、覆逆、支离之技，时时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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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但“独好子史” ［１０］４５６－４５７。 其三，信佛佞神，信
仰丰富。 据文人李日华记载，徽州有一位吴姓的商

人，凭“什一起家”，但人有隐德，最后成为一个佛教

居士。 万历三十九年八月二十日，李日华替他作

《省吾居士赞》 ［１６］２０１。 徽州歙县商人阮公弼，因经

商而致富。 至晚年，“崇事二氏，种诸善根”，并在田

赭山修缮三茅宫，装饰各座神像［１４］７６５。 小说《初刻

拍案惊奇》说徽州人心性俭啬，“却肯好胜喜名，又
崇信佛事” ［２６］２２４，堪称实录。 其四，收藏图书古玩，
以文雅相高。 嘉靖末年，海内宴安。 一些富厚的士

大夫，在治园亭、教歌舞之余，兴趣间及古玩。 影响

所及，徽州商人也以收藏图书、古玩为雅。 商人凭借

雄赀，“高谈宣和博古，图书画谱”，最终导致“钟家

兄弟之伪书，米海岳之假帖，渑水燕谈之唐琴，往往

珍为异宝” ［４４］６５４。 又如杭州商人高应鹏，经商致富

以后，在家旁筑藏书室，收藏古今图书。 又造一座

楼，收藏古代尊彝钟鼎［１４］１００４。 尤其是徽州巨商吴

廷，更是不惜花费巨资刊刻法帖《余清堂帖》。 此帖

出自其友杨不器的手笔，“稍得古人遗意” ［４４］６５８。

五、余论：商贾形象的重塑

在传统社会尤其是像明代这样的科举社会中，
唯有科名是一条“荣路”，即通向高官厚禄的荣耀之

路。 在“四民”中，只知道“尊士”，却贱视农、工、商
贾。 至晚从明代中期开始，士大夫对商人的态度有

所改变，对传统的“四民”观做了深刻的内在反思。
农民、商人，或者说文人、武将，虽然所扮演的社会角

色各有不同，但都有其存在于世的社会价值。 “左
贾右农，谁与通功？ 轩文轾武，谁与御侮？”曹于汴

的反问，足以说明“左贾右农”已不再适应晚明社会

的巨大变动，而是应该回复到“农人农，贾人贾”这

样一种社会状态，使之发挥各自应有的社会作

用［４５］ 。 明代士大夫在肯定匠艺之人的同时，属于

四民之末的商人以及位于四民之外的贱者仆婢，同
样受到了士大夫的重视。 在士大夫群体中，开始关

注商人的日常行为，并一一加以记录，尤其关注商人

羡慕“孔氏之雍容”或者“轻财好义”的历史动向，甚
至喜欢称赞商人“以游侠闻”③。 随之而来者，则是

对传统四民观的反思，以及新四民观的萌生。 相较

而言，当士子汲汲于科举，竞相趋于“浮末”，甚至

“耻非所耻”，亦即毫无羞耻感时，实则还不如“挟技

艺，牵车服贾”，工匠、商贾的行径反而显得“身不失

义”。 这就牵涉到一个士子的治生问题。 在张履祥

看来，诸如教书、行医、耕田乃至工匠技艺、商贾，都
是治生之术，只要能做到卓然自立，仍然可以不堕

“儒素家风” ［４６］ 。
自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之后，商贾久已

被视为“贾竖”或“贾竖子”。 一方面，商贾的话语，
如同女子一般，不识“大体”；另一方面，商贾不识

《诗》《书》大义，易于被利益所惑。 如此刻板印象，
乃至在道德上有所贬抑的称谓，在传统的观念上根

深蒂固，一直沿袭至明代，以致明代商人尽管被税使

太监所看重，但还是被称为“贾竖”。 即使商人自己

在面对税使太监时，也不得不自称“贾竖”。 值得注

意的是，在经历了“弃儒就贾”或“弃贾就儒”这一社

会史的转向之后，士商之间趋于互动，商人地位得以

提升，商贾形象随之重塑。 在商人与士大夫交往时，
士大夫出于“善视”商人，通常只称商人的“字”，而
不称商人的“名” ［４７］ 。

明代商人形象的重塑，历经自我形塑与社会评

骘两个阶段。 商人不再唯利是视、损人厚己，而是致

力于慕义好施，赈穷周急，善及一乡一县，借此形塑

自己的形象。 随之，一种全新的商人形象呼之欲出：
他们是“儒商”，属于“儒行商名”；他们是“商士”，
名为商，实则是儒家知识人；他们是“廉贾”，不但

“不侵”民利，而且重然诺；他们是“长者”，赤手致

富，无所芬华，不做一个“财虏”，即守财奴；他们是

“智士” “达人”，心怀智慧，而且通达；他们是“贾

隐”，是“隐而贾者也”，天真自得，颇有高致之态；他
们是“商侠”，轻财好义，甚至集商贾、儒生、侠客于

一身。
在商人形象自我形塑与社会评骘的过程中，商

人群体已呈日渐分化之势：一则务名，通过结交贤士

大夫 以 显 名； 二 则 务 实， 蹈 隐 约 躬， 专 行 仁

义［１０］２９８－２９９。 无论是务名，还是务实，商贾的知识

人化，则是其中的变迁大势。 随之而来者，商人的衣

冠装束、话语、行为，渐渐已是一种儒者形象，即“被
服言动，俨然儒者” ［４８］ 。 或者如商人王艮那样，在
立志成为儒家学者之后，按照《礼经》，制作五常冠、
深衣、绦绖、笏板，“行则规圆矩方，坐则焚香默识”。
如此装束及其行为，看似怪异，实则是儒者的“法
服” ［３９］８９。 衣冠一番改变， 商人形象随之得以

重塑。

注释

①相关的阐述，见诸薛瑄、周忱、刘宗周之论。 参见薛瑄：《读书续

录》卷五，薛瑄著，孙玄常、李元庆等点校：《薛瑄全集》第 ３ 册，三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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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第 ９８２ 页；周忱：《双崖文集》卷三《与行在户部诸

公书》，周忱撰、吴志远注译：《双崖文集辑录与译注》，人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第 ２０２ 页；刘宗周：《论语学案》三《子路第十三》，《刘宗

周全集》第 １ 册，浙江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４４６ 页。 ②张履祥

著，陈祖武点校：《杨园先生全集》卷四十三《近古录》一，引陈良谟

《见闻纪训》，中华书局 ２００２ 年版，第 １２２１ 页。 ③如归庄记商人吴绍

素事云：“吴某字绍素，歙县人，流寓扬州，雄于赀，而慕孔氏之雍容。
轻财好义，以游侠闻。”参见归庄：《归庄集》卷七《书吴绍素事》，上海

古籍出版社 １９８４ 年版，第 ４３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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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ｅｎｔ ｇｒｅａｔ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ｙ ｃｈａｎｇｅｄ ｆｒｏｍ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ｖａｌｕｅｄ ｐｒｏｆｉｔ ｏｖｅｒ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ｏ ｔｈｏｓｅ ｗｈｏ ｗｏｒｓｈｉｐｅｄ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ｇｏｏｄ ｌｉｔｅｒａ⁃
ｔｕｒｅ， ｈａｖｉｎｇ ｄｉｖｅｒｓｉｆｉｅｄ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ｗｏｒｌｄ．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Ｍ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ｔｈ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ｍａｎ；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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